
地 理 研 究
GEOGRAPHICAL RESEARCH

第39卷 第2期

2020年2月

Vol.39, No.2

February, 2020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马海涛 1，卢 硕 1,2，张文忠 1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封 475001）

摘要：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

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

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

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

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

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

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

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

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

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

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

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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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戈特曼（Gottmann）最初解释城市群的内涵时，就指出城市群具有创新孵化器的特
征，有利于产生新知识、新趋势和新方式。如今，城市群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被明确指出[1]，再一次引起高度关注[2]。
事实上，城市群既是创新极具活力的区域，也是城镇化的高水平发展区域。例如美国旧
金山湾区城市群就是世界闻名的创新高地；珠三角城市群的自创区2016年发明专利授权
数量达到3.74万件，占中国大陆的9%[3]；中国沿海三大国家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016年的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了63%、69%和86%，大大高于国家平
均水平的57%，同时也是国家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创新中心。那么城市群发展过程中
的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间存在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实际上区域创新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关注，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区域创新会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例如郑凌霄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江苏省科技创新
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科技经费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投
入及政府科技拨款对江苏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有较强的推动作用[4]。王文寅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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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环境都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城镇化过
程中基础设施改善的影响最为显著[5]。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Jacobs很早就指出城市具有相比乡村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会有助于创新的产生和知
识的积累[6]。程开明认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对
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而实际上，区域创新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协
同发展的关系。比如，仇怡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城镇
化又通过创新效应显著地驱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8]。甄晓非则认为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又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9]。上述研究推进了城镇化
与创新的关系认知，但缺少对城市群的专门研究，对同时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和创新能
力的城市群地区而言，二者关系更值得专门探索。

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
平；同时京津冀城市群是全国创新要素的聚集地，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高素质人
力资源以及科技创新成果丰富，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
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然而，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差异显著，协
同创新发展的能力不足，创新要素流动受到束缚，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阻碍城市群城镇
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但学术界对缺少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鉴此，在梳理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和创新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及其13
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与创
新互动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2 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理论关系

根据空间经济增长理论，城镇化的发展可为区域创新提供
资金及空间，并创造了大量的科技需求；区域创新能力的提
高，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技术升级和成果转化，提高了
要素空间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会促使城镇化高质量发展[10,11]。如
果将城市群发展视作一个复杂系统，其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子
系统之间理论上应是一种类似生物信息学中DNA结构的双螺旋
结构（图 1）。一方面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是互为基础和
互为动力的，两个子系统相互缠绕、协同上升，共同促进城市
群发展；另一方面，两个子系统对于城市群发展的正向驱动作
用程度也是相互影响的，其自身结构环节相互传导，形成紧密
的循环圈。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反
映的协同性和传导性是影响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模式。

双螺旋耦合关系从宏观视角表达了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
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但两个子系统间关系的理论“黑箱”还
需要进一步打开。如果将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纳入城镇化子系
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框架，会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产生积
极作用，而且不少经典研究能够提供理论支撑。马歇尔确定了
生产要素集聚于城市的3个驱动因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
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能够促使

图1 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

的双螺旋耦合关系示意图
Fig. 1 Double helix coupling

model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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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劳动需求的集中；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12]。Fujita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
学派认为要素向城市集中驱动结构变动会促进创新产生和经济增长[13]。集聚作用在城市
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Gleaser指出城市发展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要素的聚集
[14]。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过程是要素集聚的过程；而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环境的形
成推动了创新产生。Crescenzi研究指出创新的形成从根本上受到与人口、产业专业化和
基础设施禀赋相关的集聚力的驱动[15]；他在美国和欧盟创新能力差异的研究中，发现研
发投资和人力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是产生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16]。Charlot等在法国城市外
部性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城市越大、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
工人间的交流越频繁，那么城市工人的创新性则更强[17]。Trip提出创造力和创新在城市
发展和城市间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城市经济的“再生”应该建立在创造性技术基础
上，创新工作是嵌入在城市社会经济环境中的[1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mer认为知
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实现整个城市区域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19]。Krugman也发现知识报酬递增在城市经
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20]。可见，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及相关溢出效应又推动了城市
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系统的提升，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子系统的各要素间形成了复杂的
因果关系链。譬如，张汝飞等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证实城市化对区域创新能力有较大的正
向影响，通过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21]。虽然这些研究并
非针对城市群地区，但为探讨城市群的城镇化与创新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

若上述讨论聚焦到城市群区域，城镇化与创新的作用关系会得到强化[22]，并伴随有
新的耦合“催化”动力。对城市群区域而言，一方面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加速了要素的空
间集聚过程，并且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加强了集聚效应，为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创造
了条件，进而推动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的产生；另一方面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多的创
新成果，能够通过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得到就近溢出和快速扩散，使城市群内
的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不断走向高端，进而推动城镇化向高水平发展[23]。城市群的城镇化
和创新相互作用，提高了空间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促进了城市群的发展。

综上，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子系统通过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建立了复
杂而紧密的关系，两个子系统相互耦合作用共同推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城镇化过程通过
城镇人口、建设用地、非农产业和基础设施在城市的空间集中，推动了人力、资金、产
业和公共服务等的要素集聚，而这些要素集聚则是形成创新子系统的重要条件，集聚了
创新资源，营造了创新环境，提升了创新能力。城市群的创新过程又通过溢出效应反作
用于城镇化，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知识流动和交流的加强、知识型经济的发展都
会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城镇化过程良性发展并走向高端（图2）。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2.1 城镇化与创新的测度指标体系 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原则，依据相关研
究[24,25]，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城镇
化子系统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一级指标及16个
二级指标（表1）。创新子系统包括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3个一级指标及10个

二级指标（表2）。值得说明的是，外部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

以产生技术外溢，带动技术升级，并间接作用于城镇化发展，因此在指标体系中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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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用外资、经济外向度指标来表征外部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26]。其中经济外向度

指标用对外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算得。

为了消除创新子系统与城镇化子系统指标之间不同量纲可能造成的影响，对各指标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rij =
ì
í
î

ï

ï

xij -min( )xij / max (xij)-min (xij), rij为正向指标

max( )xij - xij / max (xij)-min( )xij , rij为负向指标
（1）

式中： xij 为指标数据原始值； rij 为第 i个系统的第 j个指标； max( )xij 和 min( )xij 分别为

第 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公式（1）的处理，所有指标值都在[0, 1]范围内。

在处理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的指标权重时，由于考虑到每一种赋权法都有一

定局限性，为了降低多种赋权法所带来的差异性，本研究选择了主观赋权法（AHP层次

分析法） [27]和客观赋权法（熵值法） [28]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通过计算权重的均值得

到综合权重（表1、表2）。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单一指标赋权法的局限性。

3.2.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原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

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用来反映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

强度。学界通常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两个或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
耦合度模型[29,30]：

Cn = { }é
ë
ê

ù
û
ú(m1 × m2 ×… × mn)/( )m1 + m2 +… + mn n

n
1 n

（2）

基于此推演得到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

图2 城镇化与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示意图
Fig. 2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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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f ( )u × g(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æ

è
çç

ö

ø
÷÷

f ( )u + g( )i
2

2
1 2

（3）

式中：C为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 f ( )u 和 g( )i 分别为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

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用于表示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模型能够反映城镇
化与创新耦合的程度（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但难以体现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比如当创
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均很低时，两者的耦合度也很高。因此，构建了城镇化子系统与创
新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两个子系统实际发展中的协调发展水平[31,32]，公式如下：

D =(C × T)1 2，其中，T = αf ( )u + βg( )i （4）

表1 城镇化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系统层

城镇化系统

目标层（权重）

人口城镇化（0.15）

经济城镇化（0.32）

空间城镇化（0.41）

社会城镇化（0.12）

指标层

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人口密度（万人/km2）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人均GDP（元）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人均社会消费总额（元/人）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人）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例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m2/人）

地均GDP（亿/ km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亿/ km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每万人互联网上网数（人）

熵值法

0.07

0.08

0.01

0.06

0.01

0.06

0.05

0.18

0.08

0.08

0.08

0.11

0.08

0.02

0.01

0.02

AHP法

0.07

0.04

0.03

0.04

0.03

0.04

0.07

0.10

0.06

0.06

0.12

0.05

0.10

0.04

0.05

0.10

综合权重

0.07

0.06

0.02

0.05

0.02

0.05

0.06

0.14

0.07

0.07

0.10

0.08

0.09

0.03

0.03

0.06

表2 创新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系统层

创新系统

目标层（权重）

创新资源（0.39）

创新环境（0.48）

创新能力（0.13）

指标层

每万人科研技术人员数（人）

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人）

经济外向度（%）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所）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件）

科技进步贡献率（%）

熵值法

0.18

0.09

0.04

0.11

0.21

0.14

0.08

0.01

0.12

0.02

AHP法

0.22

0.05

0.06

0.03

0.13

0.16

0.08

0.15

0.08

0.04

综合权重

0.20

0.07

0.05

0.07

0.17

0.15

0.08

0.08

0.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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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协调指数，体现二者的整体发展水平对
协调度的贡献； α、 β 为待定系数，分别表示城镇化与创新的贡献份额。结合相关研

究[33,34]，将 α、 β分别赋值0.5。

考虑到城镇化子系统和创新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大小[35]，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大
类、12个亚类（表3）。
3.2.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 WANG 等提出，用于探测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差异
性，从而探明其作用机理，包含因子探测器、风险探测器、交互作用探测器、生态探测
器等多种方法[35]。其中因子探测器通过比较每个子区域的累计方差与整个研究区域的方
差，寻找可能影响事件发生的风险因子[36,37]，适用于本研究关系机理的探讨，公式如下：

q = 1 - 1 Nσ2∑
h = 1

L

Nhσ
2
h （5）

式中：q 为城镇化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 Nh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N 为整个区域样本

数；L为次级区域个数；整个区域 σ2 为方差； σ2
h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城镇化子系统和

创新子系统的q值由其分指标3个时间段的平均值求和得到。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案例区域为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市
级市。城市群区域及各城市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6年），部分数据来自京津冀各地市统计年鉴（2001—
2016年）以及统计公报及城市官方网站，其中，人均GDP等价值型指标做不变价预处
理，构建了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两个子系统的数据库。

4 结果分析

4.1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水平演变
2000—2015 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和创新综合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

势。城市群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值由2000年的0.117提升到2015年的0.334，创新综合

表3 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类型划分标准
Tab. 3 Types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耦合协调度

0.8＜D ≤ 1

0.5＜D ≤ 0.8

0.3＜D ≤ 0.5

0＜D ≤ 0.3

类型

高级协调

基本协调

基本不协调

严重不协调

亚类

g(I)-f(U)＞0.1

f(U)-g(I)＞0.1

0 ≤ |f(U)-g(I)| ≤ 0.1

g(I)-f(U)＞0.1

f(U)-g(I)＞0.1

0 ≤ |f(U)-g(I)| ≤ 0.1

g(I)-f(U)＞0.1

f(U)-g(I)＞0.1

0 ≤ |f(U)-g(I)| ≤ 0.1

g(I)-f(U)＞0.1

f(U)-g(I)＞0.1

0 ≤ |f(U)-g(I)| ≤ 0.1

高级协调-城镇化滞后

高级协调-创新滞后

高级协调

基本协调-城镇化滞后

基本协调-创新滞后

基本协调

基本不协调-城镇化滞后

基本不协调-创新滞后

基本不协调

严重不协调-城镇化滞后

严重不协调-创新滞后

严重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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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平均值由2000年的0.090提升到2015年的0.210。
从空间格局演变上看，各城市普遍的增长与始终存在的差距是其鲜明特征。京津冀

城市群的城镇化综合水平总体增长明显。2000年仅有北京和天津的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超过 0.2，而 2015年所有 13个地级市全部超过 0.2。北京和天津两市各年度都是遥遥领
先，2015年均突破0.6，成为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石家庄、廊坊、唐山的城镇化综合
评价指数增长也较快，2015年超过了0.35，缩小了与京津两市的差距（图3）。京津冀城
市群的创新综合评价指数年度差异和增长差异都很明显。北京的创新指数在2015年更是
达到了0.74，而且有较大增长幅度；而河北省各地级市创新指数相对较低，到2015年都
未超过0.4。河北省除了石家庄和秦皇岛两市创新指数在十五年间增幅较大外，其他各市
增幅缓慢，与京津两市的差距继续拉大（图4）。

从城镇化与创新的关系变化来看，可以划分为 4 个类型：关系保持型、差距缩小

图3 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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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差距扩大型和交错发展型。关系保持型表现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与创新综合评价
指数始终保持一种关系发展，差距和增速比较一致，保定属于这一类型。差距缩小型表
现为城镇化评价综合指数与创新评价综合指数二者差距不断缩小，在13个城市中仅有北
京较为明显，城镇化综合指数增速大大高于创新增速，2015年的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达
到0.698，逼近创新综合评价指数。差距扩大型表现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与创新综合评
价指数二者差距不断扩大，天津和河北省大部分城市属于此种类型，主要原因在于这些
城市的创新综合评价指数普遍较低而且相对城镇化而言增速较慢。交错发展型表现为两
个指数此消彼长、互相赶超，比如石家庄和秦皇岛（图5）。
4.2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程度演变

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年

图4 创新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布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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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指数演变
Fig. 5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BTH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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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2015年最高）。从13个地级市耦合度曲线对比
来看，北京、天津、石家庄和秦皇岛的耦合度长期处于高度耦合的平稳状态，其余城市
波动较大。邯郸、保定波动上升明显，是河北省创新综合评价指数增长较快的城市；承
德、廊坊和衡水在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邢台、沧州和衡水与城市群的趋势较为一
致，呈现先增后降态势。从耦合协调度曲线对比来看，在考虑了子系统本身的变化之后
（耦合度仅关注两个子系统间得分的差异程度），所有城市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态势，
其中北京最高，天津次之，河北11个地级市普遍较低。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及其13个地级
市的城镇化综合协调指数与创新综合协调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对耦合协调度的发展产
生了正向影响（图6）。
4.3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类型演变

依据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类型划分标准（表3），将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
及13个地级市的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程度划分成4大类和12小类（表4），展示耦合
协调水平所属类型和所处阶段。① 从大类的类型变化上看，除了天津始终处于基本协调
类型外，其余12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关系类型都经历了转变，具体说是经历了类型升级。
北京从基本协调类型升级到高级协调类型；石家庄、秦皇岛和廊坊从基本不协调类型进
入基本协调类型；唐山等8个地级市从严重不协调类型进入了基本协调类型。② 从类型
格局的演变上看，虽然类型差异始终存在，所有年份均存在不同耦合协调类型；但出现
了类型的总体升级。譬如在 2010年以后，所有城市耦合协调度超过 0.4，脱离了严重不
协调类型；在2014年以后，出现了高级协调类型；在2015年基本协调以上类型的城市增
加到5个。河北与京津的差距非常明显，除石家庄、秦皇岛和廊坊之外，其余城市都属
于严重不协调类型（前期）和基本不协调类型（后期）。③ 从耦合协调度小类类型的演
化路径看，创新滞后特征明显。京津冀城市群经历了“严重不协调→基本不协调→基本
不协调-创新滞后”不同类型阶段，协调程度逐渐升级；其创新滞后的特征凸显，成为拉
低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原因。从各城市来看，一方面，除了北京，其余所有城市
的所有类型中均未出现城镇化滞后的类型；另一方面，河北除了石家庄、秦皇岛、保
定，其余所有城市在这一时期均出现过创新滞后类型。可见，创新滞后不仅是拉低京津
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的原因，也是拉低绝大部分城市城镇化与创新耦合
协调水平的原因。
4.4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交互机理

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作用机理进行
分析，分别探测了城镇化子系统所有指标对创新综合指数的决定力和创新子系统所有指
标对城镇化综合指数的决定力。考虑到研究阶段涵盖了“十五”（2001—2005年）、“十
一五”（2006—2010）、“十二五”（2011—2015） 3个五年规划，同时为了提高地理探测器
因子探测的显著性，分别对3个五年规划期内的交互作用进行因子探测。

从城镇化子系统所有指标对创新综合指数的探测结果看（表5），除城市建设用地占
市区面积比重指标外，城镇化其余13个指标的P值均达到0.05显著水平，表明京津冀城
市群的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具有强显著性。在3个五年规划期间，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这两个指标的决定力呈现增长态势，对京津冀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影响
逐年扩大；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万人互联网上网数、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人均GDP、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6个指标的决定
力明显下滑，社会城镇化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相比而言，人
均社会消费总额在 3个五年规划期间对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的决定力明显高于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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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消费在这一时期对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的重要作用。从2001—2015年全时段城镇化
4个子系统的综合Q值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城镇化（0.70）、人口城镇化（0.65）、
社会城镇化（0.69）和空间城镇化（0.67）对创新综合指数均具有较强决定力。值得关注

图6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
Fig. 6 Evolutionary trend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of BTH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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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城镇化子系统及指标对创新综合指数的显著性及其决定力
Tab. 5 Significa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urbanization subsystems and indicators to the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城镇化子系统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Q

（2001—

2015年）

0.65

0.70

0.67

0.69

城镇化指标

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人口密度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人均GDP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社会消费总额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例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地均GDP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互联网上网数

2001—2005年

Q

0.85

0.70

0.40

0.81

0.26

0.91

0.96

0.81

0.40

0.38

0.70

0.83

0.90

0.92

0.77

0.8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06—2010年

Q

0.81

0.88

0.15

0.76

0.25

0.65

0.96

0.86

0.28

0.62

0.85

0.88

0.89

0.86

0.64

0.68

P

0.000

0.000

0.011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3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11—2015年

Q

0.83

0.87

0.38

0.53

0.65

0.30

0.89

0.87

0.16

0.67

0.83

0.81

0.84

0.82

0.29

0.3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00

0.000

0.21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6

0.000

注：P值反映相应指标的显著性程度，小于0.05表示达到显著水平。

表4 2000—2015年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
Tab. 4 Coupling types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from 2000 to 2015

年份

京津冀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

秦皇岛

廊坊市

唐山市

保定市

邯郸市

沧州市

承德市

邢台市

张家口

衡水市

2000

Ⅰ1
Ⅲ3
Ⅲ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1

Ⅱ1
Ⅲ3
Ⅲ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2

Ⅱ1
Ⅲ3
Ⅲ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3

Ⅱ1
Ⅲ3
Ⅲ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4

Ⅱ1
Ⅲ3
Ⅲ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5

Ⅱ1
Ⅲ3
Ⅲ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6

Ⅱ1
Ⅲ1
Ⅲ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7

Ⅱ2
Ⅲ1
Ⅲ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Ⅰ1

2008

Ⅱ2
Ⅲ1
Ⅲ1
Ⅱ1
Ⅱ1
Ⅱ1
Ⅱ2
Ⅱ1
Ⅱ2
Ⅱ2
Ⅰ1
Ⅰ1
Ⅰ1
Ⅰ1

2009

Ⅱ2
Ⅲ1
Ⅲ1
Ⅱ1
Ⅱ1
Ⅱ1
Ⅱ2
Ⅱ1
Ⅱ2
Ⅱ2
Ⅱ1
Ⅰ1
Ⅰ1
Ⅰ1

2010

Ⅱ2
Ⅲ1
Ⅲ1
Ⅱ1
Ⅱ1
Ⅱ1
Ⅱ2
Ⅱ1
Ⅱ2
Ⅱ2
Ⅱ1
Ⅱ2
Ⅱ1
Ⅱ2

2011

Ⅱ2
Ⅲ1
Ⅲ1
Ⅲ1
Ⅱ1
Ⅱ2
Ⅱ2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2012

Ⅱ2
Ⅲ1
Ⅲ1
Ⅲ1
Ⅱ1
Ⅱ2
Ⅱ2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2013

Ⅱ2
Ⅲ1
Ⅲ1
Ⅲ1
Ⅲ1
Ⅱ2
Ⅱ2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2014

Ⅱ2
Ⅳ1
Ⅲ1
Ⅲ1
Ⅲ1
Ⅱ2
Ⅱ2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2015

Ⅱ2
Ⅳ1
Ⅲ1
Ⅲ1
Ⅲ1
Ⅲ2
Ⅱ2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注：①Ⅰ1:严重不协调；Ⅰ2:严重不协调-创新滞后；Ⅰ3:严重不协调-城镇化滞后；Ⅱ1:基本不协调；Ⅱ2:基本

不协调-创新滞后；Ⅱ3:基本不协调-城镇化滞后；Ⅲ1:基本协调；Ⅲ2:基本协调-创新滞后；Ⅲ3:基本协调-城镇化滞

后；Ⅳ1:高级协调；Ⅳ2:高级协调-创新滞后；Ⅳ3:高级协调-城镇化滞后。②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耦合协调类型：

严重不协调 基本不协调 基本协调 高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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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社会城镇化在3个五年规划期间的决定力表现出明显的下滑，这正与国家在“十
二五”末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强调社会城镇化）相契合；如果京津冀城
市群能够积极推进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将有利于推进城市群未来的创新水平。

从创新子系统所有指标对城镇化综合指数的探测结果来看（表6），除科技支出占公
共财政支出比重指标外，其余创新指标的P值均达到0.05显著水平，表明京津冀城市群
的创新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强显著性。具体来看，在3个五年规划期间，反映创新环境
的每万人高等学校数量指标、反映创新能力的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指标、反映创新资源的
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指标的决定力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
发展的影响在逐年扩大；而反映创新环境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和人
均利用外资额 3个指标的决定力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 2001—2015年全时段创新 3个子
系统的综合Q值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资源（0.67）、创新环境（0.64）对城镇化综
合指数具有较强决定力，而创新能力（0.51）对城镇化综合指数的决定力相对较弱。从3
个五年规划的变化看，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在“十二五”期间的决定力相比“十五”有
较大幅度提升，而创新环境在“十二五”期间的决定力相比“十五”都有所下降。可见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资源的集聚大大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环境改善将会更有助于城镇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1）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空间差异
较大。不管是城镇化综合指数，还是创新综合指数，在过去一段时间均呈持续上升态
势，也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向更高协调类型转变。然而，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落差，表现为京津的高水平和河北11城市的
整体低水平的明显差距。虽然河北省会和部分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但其大部分地级市有
差距继续拉大趋向；这对城市群总体协调水平的发展非常不利。

（2）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在对城
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类型的判断中，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在2007年之后一直表现为创新滞
后的耦合协调类型，而且多数城市在近些年的多个年份也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

表6 创新子系统及指标对城镇化综合指数的显著性及其决定力
Tab. 6 Significa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innovation subsystems and indicators for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创新子

系统

创新资源

创新环境

创新能力

Q

（2001—2015年）

0.67

0.64

0.51

创新

指标

每万人科研技术人员数

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平均受教育年限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人均利用外资额

经济外向度

每万人高等学校数量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科技进步贡献率

2001—2005年

Q

0.88

0.04

0.70

0.64

0.83

0.77

0.88

0.34

0.65

0.32

P

0.000

0.38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06—2010年

Q

0.82

0.65

0.55

0.52

0.90

0.66

0.90

0.43

0.75

0.2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11—2015年

Q

0.83

0.80

0.46

0.43

0.80

0.38

0.80

0.44

0.76

0.3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9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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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明确断定过去一段时间影响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水平
对城镇化的支撑相对不足。

（3）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显著，但各指标的决定力存在较大差
异。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机理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城镇
化与创新交互关系的存在，也探测出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与创新的具体交互关系及
决定力程度，发现创新能力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相对不足，未来需要加以重视。

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理论上应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耦合协调发展
关系，但每个城市群的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内在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本
文对京津冀城市群的案例研究探测出了这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具体交互关系，但不
能代表其他城市群，也不能代表京津冀城市群的将来；对城市群这一特定区域的城镇化
与创新耦合关系研究还需要更多案例研究和跟踪研究。由于数据样本的考虑，仅对京津
冀城市群区域进行探测，未来在时间序列数据充足的情况下会继续对不同城市进行分别
探测及对比研究，将会更有助于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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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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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not only the main form of new urbanization, but also the
incubator of innovation.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subsystem and innovation subsystem in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national- 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 designated by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and it takes "the new engin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growth" as its core function positioning.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s constructed by combing the internal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ubsystems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help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eo- detector factor detection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findings: (1)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area presents a trend of steady
growth, 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also develops in a good direction on the whole, but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are different in space. Specific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high level of Beijing and
Tianjin and the overall low level of 11 cities in Hebei is obvious. (2)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of innovation
lag since 2007. Moreover, most of the cities in recent years show the typ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innovation lag, which can be clearly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i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past period of time is that the
innov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 to support the urbanization.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urbanization on
inno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on urbanization is more promine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the future, the key direction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coupling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innovation
in each city.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innovation; Beijing- Tianjin- Hebei; coupling;
geographical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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